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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尝试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系统研究明代经济史，以期为中国经济史的整体

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和起点。利用《明实录》、《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万历会计录》和

地方志等历史典籍和文献对经济数据的记载，并借鉴前人对明代经济史定量研究的成果，我

们整理和估算了 1402 至 1626 年的明代主要经济变量，从而对明代经济进行总体描述，并和

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经济相应变量比较，明确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们的结论主要有：明代中国大多数时间整体经济增长并不快，平均年 GDP 增长率为 0.29
％；虽然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基本维持在 8 公石(521 公斤)小
麦上下；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为 200 美元左右，上限为 260 美元，远低于麦迪森

估算的 600 美元的水平；经济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在 90％左右，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

有突破 20％；政府税收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在 3％到 10％之间，明中叶以后军费开支占到了

中央政府支出的 60%到 90％；经济中的年均积累率为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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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estimate GDP and its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Ming Dynasty by using methods 
of modern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ystemic 
research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earching through a large amount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such as “Ming shilu”, “Mingshi shihuo zhi”, “Da Ming huidian”, “fiscal notes in the Wanli 
Emporeor”, and surveying the finding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 conducted by the pioneers 
in this field, we calculated the major economic variables of the Ming Dynasty between 1402 and 
1626. We also compare our findings with thos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ina’s relative standing in the world economy at that time. We 
conclude that in most periods, the Ming Dynasty’s GDP grew slowly, the average annual GDP 
growth rate being 0.29％; GDP per capita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which maintained at the 
level of 8 gongshi (around 429.6 kg) wheat per capita; Measured by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1990’s USD dollar, Ming Dynasty’s GDP per capita was about 200 dollars with the maximal 
estimation being 260 dollars, which is significantly below the level of 600 dollars that Angus 
Maddison calculated; Agriculture’s share in GDP fluctuated around 90% and handcrafts and 
commerce activities did not break through ceiling of 20% of total GDP;  The share of 
government revenue in GDP fluctuated between 3％  and 10％  with military expenditure 
accounting for 60% to 90％ of central government’s total expenditure. Finally, total savings were 
0.83％ of GDP on average, implying a slow pac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GDP     Economic Structure 
                                                        
∗ 管汉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084，电话： （010）

62797747，13466387605，电子信箱： guanhh@sem.tsinghua.edu.cn。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

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电子信箱：lidk@sem.tsinghua.edu.cn. 

 1

mailto:guanhh@em.tsinghua.edu.cn


一、引言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史进行定量化的整体研究，从而对经济发展和演变进行长时段梳理，

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①。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对古代经济进行系统

研究，了解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当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明确中国

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或者不发展的原因，弄清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更是

有着极强的学术意义。只有对一个国家某一历史阶段的经济从不同侧面，例如GDP、人口增

长、人均GDP、经济结构、政府规模、资本积累等进行全面了解，才能完整把握整个经济的

全貌，进而以此为起点，更好的理解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也

应该按照这一原则进行。

进行这样的研究存在很多困难，主要表现在古代历史典籍中系统记录的经济数据非常有

限②，一些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记载散见于不同的文献中，它们彼此之间有时还是互相矛盾的，

要从这些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寻找和发掘对研究有用的资料和数据，诚非易事。在中国古代经

济史研究的数量化方面，前辈学者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地区经济

的研究，吴承明对明清时期市场一体化的研究，何炳棣对人口和可耕地面积的详细考证，黄

仁宇对明代财政的研究，吴慧和郭松义等对粮食亩产量的研究，彭信威对货币史的系统研究，

全汉升对明代中央政府收入和支出、以及明中期以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

王业键对清代粮食价格的研究等等。这些学者的研究或者考证深刻，或者史料翔实，或者论

证充分，或者集某一问题研究之大成，总结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得出了可靠的结论。

但是，上述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个朝代总体经济的某一方面，或者纵向考察某个朝代的某一问

题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学者从一个朝代出发，对包括GDP和人均

GDP在内的主要经济变量进行定量研究，从而弄清这个朝代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③。 
在对中国古代整体经济进行定量分析上，国外学者做了很多努力，例如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估算过中国古代经济的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根据他的估计，在总量上，公元1
世纪的中国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直到1820 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

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份额的32.4%④。就人均水平来说，麦迪森估算出中国公元50、960、
1280、1700年的人均GDP，按照1990年的美元计值，大约在450到600美元之间，中国人均收

入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一直持续到15世纪。从纵向的历史来看，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公元960年
                                                        
① 例如，英国的数量经济史研究追溯到了 17 世纪，美国则从 19 世纪上半期开始。 
② 黄仁宇在研究明代历史时，曾指出中国古代不是一个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或数学的手段进行精确管理的国

家，存在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倾向，参见其所著《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 年。 
③对中国历史上的整体经济进行定量研究的较早成果，大概要算张仲礼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中国绅士

的收入》中对 1888 年中国国民收入所做的估算，对古代经济比较早的研究应是刘瑞中对中国 18 世纪的国

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所做的估算，最近的研究包括刘光临从古代货币经济的发展描绘了中国自宋至清的

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图像，这是对中国经济史进行长时段研究的有益尝试。以上研究分别参见张仲礼：《中国

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附录；刘瑞中：《十八世纪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估计及其

与英国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105－120 页；刘光临：“Long-term Changes in Prices, 

Wages and the Size of the Monetary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China,1000-1770”, 北京，中国金融与市场史专

题学术研讨会工作论文。但是，上述研究并不是对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时期的经济进行整体研究，而且研究

方法也存在不足。例如刘瑞中对 18 世纪人均国民收入的估算仅限于 1700、1750、1800 年这三个点，他的

估算采用比例推算法，即从组成国民收入的几个大的产业部门收入分别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推算总

的国民收入，这样的计算方法虽然在估算前工业化社会的产值时，有着一定的合理成分，但用来估算几个

年份可行，用来估算一个较长的时期就显得过于简略。刘光临从货币量出发估算中国古代的经济规模，这

需要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假设，对古代社会，这一假设无疑太强。 
④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年，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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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0年是相当的，在宋朝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在1280年后直到1820年则几乎没有增长①。

麦迪森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研究成果被其他学者广为引用，但是，他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他的研究目的是从长时段出发，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由于时间长、跨度大，难

免薄古厚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过于简略；第二，他对GDP的估算，方法也比较简略，有些

数据只是从税收估算得来，总GDP是用人均水平乘以总人口得到的，这两个数据中如果有一

个准确性存在问题，最后的结果就难以做到准确可靠，因此，他的估算并不是采用现代国民

经济核算方法，可信度存在一定问题；第三，他的估算只是包括了总GDP和人均GDP，缺乏

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数据，不能算是对古代经济的整体研究，我们无法从

中得出中国古代经济的完整图像。 
无论是横向的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还是就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演变的纵

向历史来看，明代经济史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大背景来看，

15、16世纪是整个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一方面，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

航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从彼此孤立、隔绝到开始发生密切联系，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

体；另一方面，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

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侵蚀着农本经济的领地，并突破地理的自然界限和疆域的限制，最大

限度为其商品开拓市场。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指引下，殖民活动为西欧国家带来了巨大财富，

西方发生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政治和社会体制向着有利于新兴阶级的方向转变，现代社

会的各种制度安排随之而产生，中国历史与这个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相对应的朝代正是明

朝。就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演变来看，不同学者对明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世界经济

中的地位有着极大的分歧，许多学者在麦迪森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高

峰，从明代开始，中国经济趋于停滞，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并扩展到西欧其他国家后，

中国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还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仍有增

长，但是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靠大规模投入劳动力获得，并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②。与之相

反的是，另一派学者认为，在明中后期以及清代中国，虽然没有出现技术上的巨大突破，但

经济总量、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西欧国家相比毫不逊色，在制度、

可供投资的剩余以及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上也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如果不是由于资源约

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存在着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可能性③。由以上论述可见，研究明代整体

经济，对我们弄清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理解学者们认识上的分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

义。此外，正如英国因为受到外部力量作用较小，社会演变的路径具有典型意义而成为制度

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明代中国大多数时间政治稳定，缺乏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意

识，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大，中国古代的许多重要制度在明代都得以实施，因此，研究明代

经济对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也具有典型意义。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广泛查找、收集和整理《明实录》、《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

《万历会计录》等古代历史典籍，以及地方志中关于明代经济活动的数据记载，充分吸收和

借鉴前人对明代经济史定量研究的成果，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明代GDP、人均

GDP、经济结构、政府规模、经济中的总消费ਊ㿃累率等变量进行估算，从而对明代的整体

经济进行描述，并将1402到1626年的明代经济与1700到1760年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经济对比

                                                        
① 同上，第 25 页。 
②
艾德荣：《职权结构、产权ਊ经济停滞：中国的案例》，《经济学（季刊）》2005 年第 4 卷第二期，ਊ同一

期的另外一篇文章，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

以及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1993 年第 1 期。 
③ 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逊色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学者，在美国被㿄为“加州学派”，在中国



①，在系统解释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进行初步探索。通过对明代整体经济的定量研究，我们发

现，在我们所研究的22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平均年增长率为0.29％，

增长的来源主要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虽然总体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收入并没有明显变化，

基本维持在8公石小麦上下，相当于今天的521公斤；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大约为200
美元，上限为260美元，无论哪一个数据都远低于麦迪森估算的600美元的水平；在经济结构

中，农业占据了主导地位，所占比重在90％左右，手工业和商业在中后期有所发展，但最高

时也没有突破20％，到末期比重又下降；政府收入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在3％到

10％之间，但支出主要用于宫廷和宗藩的消费，特别是高额的军费开支，明中叶以后军费占

到了中央政府支出的60%到90％；经济中的储蓄率非常低下，年均积累率为0.83％。以上这

些结论都是探索性的，还有待进一步验证，这些现有的结论似乎证明了上文第一派学者的观

点，即在明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可能存在着一定困难。  
我们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是尝试性的，因此一定存在着诸多不足，例如，由于数据获得

上的困难，很多问题只能估算，这样的估算难以做到非常准确；有些数据，例如手工业的某

些部门，根本无法获得，所以只能缺失，这使得经济中的某些部门比重偏低；还有很多经济

活动由于没有进入货币计算体系，历史典籍中关于这些活动的记载非常少或者根本没有，对

这样的经济活动我们只好放弃，这使得我们对整体经济的把握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虽然存在

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还是认为这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我们将现代国民

经济核算中的生产法引入对古代经济的定量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第二，如

前所述，我们第一次不局限于古代经济的某个侧面，而是从一个朝代的主要经济变量出发，

从整体上对这个朝代的经济做了描述，使读者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图像；第三，在研究中，

我们充分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做了选择性的使用，并且说明了选择的理由，对有些缺

失数据利用经济学原理做了估测，对估测方法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样可以为以后的类似

研究提供一个出发点，使批评者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批评的依据，也使我们以后可以对研究

结果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 
本文以下的内容这样安排，第二节对明代GDP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描述实际GDP的发

展趋势；第三节描述明代实际人均GDP发展趋势，并结合总GDP发展趋势探讨明代经济增长

的来源；第四节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将明代人均GDP以1990年美元表示，并进而与麦迪森

的研究进行对比；第五节在第二节的基础上，研究明代的经济结构；第六节估算政府收入和

支出，探讨政府规模以及财政支出的方向；第七节估算明代的总消费，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

中的剩余和积累；第八节是结语，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本文的基本结论。  

二、明代实际 GDP 发展水平 
本节在对 GDP 进行系统估算的基础上，描述明代实际 GDP 发展水平。我们先分部门估

算各部门的 GDP，首先估算明代农业 GDP，其次是手工业主要部门的 GDP，然后是商业

GDP，将以上加总得到名义总 GDP。利用价格指数对名义 GDP 进行平减后，我们得到实际

GDP，再将实际 GDP 的发展水平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比较。 
1.对明代农业 GDP 的估算 

对古代农业产值的估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一个代表性居民的年粮食消费量乘以当年

人口，另一种是利用可耕地面积乘以粮食单产量，刘瑞中利用这两种方法对清代 1700、1750、
                                                        
① 一些外国学者，例如Chao Kang, Eberhard Wolfram, Elvin Mark, Needham Joseph, Tang Anthony等都认为，

18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 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因此，将明代

中国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对比是有意义的。对这些外国学者观点的论述，可参见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

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6019，

2006 年10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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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年的粮食产量做了估计，发现前者远没有后者准确。就明代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认

为以年粮食消费量乘以总人口的计算方法可能会遗漏很多重要的内容，因此，我们对明代农

业产值的估算以后一种方法进行，采用这种方法，需要可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量的数据。 
研究中国古代可耕地面积数据一直是经济史学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虽然在官方历

史典籍中有着田地数据的完整记载，例如明代从《太祖实录》卷 140 到《熹宗实录》卷 79
记载了自 1381 到 1626 年的田地数，但这些数据并不能直接用来进行农业产值的计算。何炳

棣通过大量考证，证明中国古代的耕地面积记载只是与赋税征收有关的税亩，不能等同于实

际的可耕地面积①。珀金斯（Perkins, D.H.）通过广泛阅读地方志，对明代的耕地面积做了重

新估计，他的结论是，在 1400 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为 4 亿 2 千多万明亩，合 3 亿 7 千万市

亩，到 1600 年增加到 5 亿市亩②，珀金斯在研究明代的人口和耕地面积上做出了开创性的

贡献，他的研究结论是以后这一领域研究的起点。王业键认为珀金斯对 1600 年的估计数过

低，他的估计值是 6 亿 7 千万亩③。以上只是几个关键年份的数据，在连续时间数据上，我

们采纳Paul K. C. Liu and Kuo-shu Hwang的研究结果，他们对 1400 年以后中国耕地面积和人

口的估算，在关键年份上充分吸收了以上这些学者的估计值，同时又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

他们的计算和此前学者们对明代可耕地面积的估算是充分一致的，麦迪森在估算中国古代的

GDP时，引用了他们对人口的估计值。我们采用Paul K. C. Liu and Kuo-shu Hwang估算出的

1400 年后每隔 10 年连续的耕地数据④，再利用插值法得到每年的可耕地面积数据，图 1 显

示了明代耕地的增长趋势。 
图 1：明代耕地增长趋势 

  明代耕地增长趋势（1402－1626） 单位：百万市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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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Paul K. C. Liu and Kuo-shu Hwang,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400, i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Edited by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 Acadimia 

sinica, 1977, p.81. 

 
对明代的粮食单产量，有很多学者做了估计，例如珀金斯、余也非、唐启宇、曹贯一、

                                                        
①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 3 期，第 125－160 页。 
②珀金斯 ( Perkins, D.H.)：《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 年》，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第

310 页。 
③王业键：《清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 2003 年，第 20 页。 
④ Paul K. C. Liu and Kuo-shu Hwang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400, i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Edited by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 Academia 

sinica,1977,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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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守鹏、吴慧、李伯重、郭松义、史志宏等①，这些估计多从地租率中推算出来，数据之间

差别较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一个总体的趋势，即明代比前代有了提高，明后期比

明前期也有了提高。以上学者的研究中，以吴慧和郭松义史料最为翔实，我们觉得与其他学

者相比，吴慧得出的数字偏高，相对来说，郭松义的数字比较适合当时的情况。因为郭松义

的估算样本点比较多，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全面，共包括了南方稻作区的 37 个和北方旱作区

的 8 个，也包括了不同的土地等级，即上田、中田、下田的记载都在其中，还包括了丰收年

份和歉收年份的收成。这些样本的亩产数据大多数以嘉靖以后为主，所以这些亩产量只能够

代表明后期，虽然这些样本中明前期也有与后期相等或者稍高的数据，但将其作为一个整体

来看，明前期的亩产量要低于后期。考虑到双季稻、稻麦和稻杂连作等因素后，郭松义估算

出的南方亩产量为 2.72 石，北方的亩产量比南方为低，将南北方按照耕作面积加权平均后

的亩产量为 1.88 市石，合 256 市斤。这是明代后期的亩产量，以此为依据，再来估算明前

期的粮食亩产量，大概在 220－240 斤左右，我们在计算中取其中值，即 230 市斤。将可耕

地面积中的粮食播种面积数乘以粮食单产量，就得到每年的粮食收成②。我们按照这一计算

方法得到的 1600 年粮食收成为 171520000 市斤，这与郭松义估算的明万历年间 171601741
市斤的粮食总产量非常接近③。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记载了明代每隔 10 年连续的以白

银计值的米价数据，小麦的价格虽然历史记载不多，但是好在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整个明代，

小麦的价格大体相当于米价的 80％左右④。根据粮食播种面积的权重，再根据这些米麦价格
⑤，我们可以算出加权的粮食价格，将粮食收成乘以这些粮食价格数据，我们可以得到粮食

的总产值。以上估算出来的只是总值，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净值。在古代社会，

农业的中间投入主要是种子和肥料⑥，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明代历史典籍中关于农业中

种子肥料投入的数据记载，我们用经济史学家方行先生根据清代姜皋的农书《浦柳农咨》，

以及陶煦的农书《租核》中关于清代道光和光绪年间松江府和苏州地区农民生产投入的历史

资料，估算出一个生产投入占产值的比例，再假设明代这个比例与清代相同，在总的粮食产

值中减去这个中间投入的固定比例，就得到粮食的净产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是，按照清代光

绪年间的记载，在南方水稻产区每亩耕地共需投入种子肥料 1560 文，而根据郭松义《明清

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当时同一地区的亩产量大约为每亩 3石，折合市价为 8400
文。根据上述记载，我们认为，种子肥料占农业产出的比重大约为 18.57%，用总产值减去

这一比例，就得到每年农业的净产值。我们计算的明代时间跨度达 225 年，这段时间米价的

                                                        
① 珀金斯的估计见《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 年》，第 17 页；余也非的估计见其《中国历代粮食平均

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3 期；唐启宇的研究见《中国农史稿》，第 7 章第 13 节，农

业出版社，1985 年；曹贯一的估计见《中国农业经济史》，第 23 章 11 节、第 19 章 12 节，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9 年；姜守鹏的估计见《明清北方市场研究》卷 2，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 年；吴慧的估计见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年，第 173、189 页；李伯重的估算见《理论、方法、

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04、109 页；郭松义的估算见《明清时

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第 373－396 页；史志

宏的估算见《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96、197 页，其中也涉及到明代

的粮食亩产量。关于学者们在明清粮食亩产量的研究上得出的不同结论，可参见张显清《明代后期粮食生

产能力的提高》，《学术探索》2005 年第 5 期，第 97 页。 
② 粮食播种面积数为总耕地面积的 92.35％，理由见下页第二段。 
③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第

391 页。 
④ 明代米麦比价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700 页。 
⑤ 郭松义的粮食单产量包括了除米麦之外的其他粮食，我们没有找到这些粮食的具体价格，根据张仲礼以

及刘大中和叶孔嘉对近代的研究，这些杂粮和米的比价基本是 0.5：1 左右，我们无法从总粮食产量中区分

出这些杂粮的产量，只能将这些杂粮的价格看作和小麦一样，这可能会高估整个粮食的产值，但目前还找

不到更好的办法。张仲礼的研究见第一页注○3 ，刘大中和叶孔嘉见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p.130.  
⑥ 巫宝三对 1933 年国民收入的估算，在计算粮食的净值时减去的生产投入包括种籽、肥料、农具和农舍，

我们将农具、农舍作为资本计算，在计算净值时只减去种籽、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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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幅度非常之大，以上计算出的只是当期名义价格的粮食产值， 如果需要计算实际的粮食

产值，我们将每一期的价格除以基期，得到一个价格指数，再用每一年的粮食产量除以这一

价格指数，或者直接将每年的收成乘以基年的米价，具体采用哪种计算方法，取决于我们计

算的目的。                                                                                       
以上是对粮食产值的估算，农业中除了粮食之外，还有其他经济作物。在清代，吴慧估

计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 85％比 15％① ，这个数字比明代要高，郭松义

认为，明代的可耕地，北方旱作区约占 45.6％，南方稻作区约占 54.4％，经济作物的种植面

积，北方约占 7％，南方约占 8.2％，我们以此为依据，加权平均之后为 7.65％。对经济作

物收入的估计，我们采用刘瑞中的划分，即第一种是需要占用耕地的，第二种是不需要占用

耕地的。第一类经济作物包括棉花、大豆、油菜、花生、烟草、甘蔗、甜菜、麻、蚕桑等，

根据很多清代史料，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亩产收入是粮食作物平均收入的两倍②，我们假设

明代的情况与清代相同。因此，我们将这一类作物的耕地面积，乘以前述粮食作物单位亩产

平均收入的 2 倍，就得到这一类经济作物的总收入。第二类经济作物包括茶、水果等，由于

明代史料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关于茶课的记载，我们用茶作为这一类作物的代表，而忽略其他

的收入。 
在明代农业中，茶业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历史典籍中关于茶业的记载比较多，数据也

相对容易获得。明代政府对茶业经济控制很严，规定对茶户茶园实行“每茶十株，官取其一，

征茶二两”的制度③，也就是说，明代对茶的生产征收的税率是 10％。从《太宗实录》卷 15
到《熹宗实录》卷 79 记载了明代大部分年份的茶课，根据上述税率，从这些茶课数据中我

们可以推算出明代大多数年份的茶产量，缺乏数据的年份我们根据上一年的数据补齐。与粮

食产量一样，我们在得到茶产量的数据后，再根据明代的价格记录将茶产值统一以白银来表

示，由此得到茶的总产值。在得到总产值以后，还需要计算茶业的净值，在明代史料中我们

无法找到关于茶业中间投入的记载，我们只能够根据巫宝三 1933 年国民收入估算中对茶业

经济净值的估算方法，大致估算一个比例。明代的产茶府县，主要集中在南直隶、浙江、江

西、湖广、四川、陕西等，我们在巫宝三的计算中找到这些相应的省份，将其总值和净值分

别加总，再相除，得到净值占总值的比例为 0.85。考虑到茶的种植投入主要是劳动力，虽然

明代和 1933 年相差较远，但是技术水平应该相差不大，我们估算明代茶业净值占总值的比

例为 0.83，这一比例应该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将这一比例乘以总产值，我们可以得到茶业

经济的净所得。 
这样的计算只是考虑了与政府记载有关的茶业经济，与实际的茶产值之间可能存在着一

定的误差。误差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官茶课的数量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朝廷指定的茶课额来

执行，另一方面，除了官茶课之外，可能还存在着私人种植没有统计到官茶课中的产值。虽

然存在上述问题，考虑到明代茶业经济由政府严格统制，还涉及到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

易，具有安定西北边境和保持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的战略意义，因此，就茶课与茶的实际产

量而言，1 比 10 的比例关系应该可以成立。同时虽然也有私茶业的存在，但是在总的经济

中所占的比例应该不会太大，因此，我们的估算应该大致可以反映明代茶业经济的水平。 
在农业中，除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外，还有与农业有关的副业，如畜牧业、水产业、

林业以及其他杂项，关于这些收入的历史记载很少，我们只能够估算他们相当于农业收入的

一个大致比例。珀金斯估计在民国时期，畜牧业收入相当于作物类收入的 11％左右，刘瑞

中由此认为清代的畜牧业、水产业、林业以及其他杂项农业收入相当于作物类收入的 12%④。

                                                        
①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年，第 187 页。 
② 关于这类作物亩产收入的详细史料，见刘瑞中《十八世纪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估计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

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第 111 页。 
③ 见《明太祖实录》卷 72，“洪武五年二月乙巳”条。 
④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 年》，第 385 页，刘瑞中：《十八世纪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估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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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比例应该比这个比例低，我们估算在明代，所有的副业收入大致相当于农作物收入的

8％左右①，将这个比例乘以农作物的收入，再相加，于是我们得到所有的农业总收入。 
2.对明代手工业 GDP 的估算 

明代手工业门类众多，但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估算所有的手工业部门，因

此选择了那些比较重要、在古代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或者数据相对容易获得的部门进

行估算，我们选择的手工业部门主要有采银业、制盐业、冶铁业、冶铜业、（黄）金冶业、

丝织业、棉织业，因此我们先对这几个部门进行估算。 
采银业，尽管白银被普遍用作货币开始于明代，但明代历史文献中关于白银产量的数据

非常缺乏，另一方面，《明太宗实录》卷 15 到《明武宗实录》卷 194 记载了政府每年的银课

收入数字，这些银课收入可以作为我们计算明代银矿开采业的依据。全汉升通过大量考证，

认为在明代，银课约占银产量的 30%左右②，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明代银矿开采业的产值，

对实录中缺少的年份，仍然按照上一年的数据补齐。在得到银产值后，需要再减去开采所使

用的器具、原料、燃料等中间投入，以得到净产值。按照《明实录》中的记载，“以十分为

率，除三分纳于官课，以五分给办器具、密陀僧、白炭、料物、饮食之类，其余二分以偿矿 
甲人等公力之资”③，由此可见，明代采银业的中间投入大约为总产量的一半，从总产值中

减去中间投入，我们由此得到整个时期的银矿开采业净产值。 
制盐业，制盐业在明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茶业一样，明代国家对盐业经济进行严

格的统制。盐的种类，以其生产方法划分，主要有海盐、池盐和井盐，海盐的主要产盐区是

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广东、海北以及辽东，池盐主要是河东和陕西灵州，井盐

则分布在四川和云南。根据《诸司职掌》的记载，明代共设有 156 个盐课司，至少有 106
个府州县是主要的盐产区。对制盐业的产额，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估算，第一种是根据盘

铁和锅鐅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实际生产能力来进行估算，第二种是根据盐课银来计算，这两

种估算方法可以互相验证。按照历史记载，盘铁的生产能力，一昼夜的产量为 2400 斤，锅

鐅的产量为 600 斤④。但是我们只知道两淮在明初、弘治年间以及明末的盘铁和锅鐅的数量，

因此这一方法无法用于估算明代整个时期的盐产量，相比较而言，用盐课来计算明代的盐业

产值更加具有可行性。但是，尽管在官方文献中记载了盐课的统计数据，对明代盐课进行准

确的计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第一，官方的盐课记载，例如《明史食货志》、《明

实录》、《大明会典》中各个盐区的数据不相一致，第二，在计算盐课时，很多余盐没有计算

进去，因此，官方的盐课记载，仅仅是每年应该征收的赋税，并不是盐的实际产量和销售量。 
对以上问题，我们采取如下对策，第一，我们仍然采用《明实录》中关于盐课的记载来

近似等于明代盐的产量，因为实录中的统计远远比《明史》和《大明会典》中的记载年份要

多，相对来说更加全面；第二，就具体年份来说，这几种典籍的记载相差不大，也可以互相

补充；第三，太仓库设立后，其岁入的记载中包括有余盐银的记载，将盐课收入加上这些余

盐银的记载，大致可以显示明代食盐的产量；第四，虽然事实上存在着私盐，但是如前所述，

明代对盐业经济实行严格统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明代在盐的生产和销售中实行开中法，将

其和国防联系起来，盐的销售和生产因此与茶一样，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大明律》对贩

卖私盐的处置非常严厉。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私盐不至于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实录中

的盐课记载加上太仓库中的余盐记载可以近似看作是明代盐的产量。我们根据史籍中的食盐

价格以及钞相对银的比价，将实录中的盐课统一以白银表示，这样得到了明代大多数年份的

                                                                                                                                                               
其与英国的比较》，第 112 页。
①在我们所研究的 220 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比例保持不变，这一定不合乎实际的历史情况，但因为缺乏分阶

段比例方面的历史资料，所以这一缺陷只有留待以后改进。 
② 全汉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录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新亚研究所 1991 年，第141 页。
③ 见《明世宗实录》卷 194，第 1 页，嘉靖 15 年 12 月乙酉。或见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139 页。， 
④ 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5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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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总产值，和其他的计算一样，对没有记载的年份，我们以上一年的记载作为下一年的近

似。 
关于制盐业净值占总值的比例，我们仍然参考巫宝三的计算方法，在巫宝三的计算中，

1933 年海盐、池盐、井盐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是 85％、5％、6％，这个比例与明代相差

不大，因此，明代盐业和 1933 年在计算时的权重应该相差不多。根据广东坎白盐场的晒盐

成本、四川自贡盐场的井盐成本以及池盐成本，巫宝三估算 1933 年净值占总值的比例是 62
％，我们估计明代制盐业净值占总值的比例为 58％，将这个比例乘以上述明代的盐产值，

我们可以得到制盐业的净产值。 
丝织业，丝织业计算起来相对比较复，明代的丝织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个部分，官营丝

织业分布很广，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①，属于中央的有南京内织染局、南京工部织染所、

南京供应机房、南京神帛堂、北京内织染局、北京工部织染所。属于地方的有浙江杭州府、

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宁波府、湖州府、嘉兴府，南直隶的

镇江府、松江府、苏州府、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府，福建的福州府、泉州府，山东的济南

府，江西、四川、河南布政司②。在中央所属的织染机构中，南京工部织染所、南京供应机

房、北京内织染局或者由于规模较小，地位无足轻重，或者数据难以获得，没有进行统计。

根据范金民等的研究，南京内织染局每 10 年料造各色绢 2 万匹，布 3 万匹，南京神帛堂每

10 年料造帛 13690 段，北京工部织染所每 10 年染练绢 15 万匹③。 
在范金民和金文的研究中，官营地方丝织业，苏州织染局、松江织染局、镇江织染局、杭

州织染局、嘉兴织染局、湖州织染局六个织染局共有约 1150 张织机，每年生产丝绸 11000
匹左右，其产量占官营地方丝织业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所有官营地方丝织业

的产量，加上上述官营中央织造机构的产量，我们可以得到明代官营丝织业的产量，以上产

量基本上是工部每年指派的定额数量，除此之外，自明中期开始后，政府还在很多织造局进

行大规模加派④，将加派数目加上计划产量，即为所有的官营丝织业的产量。民营丝织业由

于历史资料的限制，数据难以获得，只能够根据织机的数量和官营丝织业的产量来推测，推

测的范围限于江南地区，推测为明前期民间丝织业每年产值为 127000两，嘉靖以后为 380000
两⑤。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记载有明代绢的价格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明代丝织业的产

值，净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我们按照巫宝三的估算取 30％⑦。 
棉织业，棉纺织业在明代是非常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经历了元朝黄道婆等人在技术改进

上做出的贡献之后，棉布正是在明代才成为广大中下层民众广为使用的衣料，松江成为明代

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关于明清时期棉纺织业的研究，迄今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

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赵冈和陈钟毅的《中国棉业史》，徐新吾的《江南土布史》在

史料上的贡献非常突出，李伯重、何泉达、候杨方等人也对明代棉花的种植、棉纺织技术以

及当时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历史记载中数据的缺乏，以上这些研究关于棉

花和棉布产量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关于全国棉布产量的定量研究成果就更是付诸阙如。在

我们掌握的资料中，只有吴承明和徐新吾估计过明代晚期松江府的棉布产量为 2000 万匹左

                                                        
① 对明代官营丝织业机构的区分主要来自于李东阳等撰《大明会典》《工部》。 
② 万历《明会典》卷 201《工部·织造》。 
③ 以上数据主要来自于范金民、 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 年，第 105－116 页。
④ 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 121－122 页表 7-1 有明代丝织业加派的数据。
⑤ 推测的依据是，江南民间丝织业最兴盛时，南京、苏州和杭州的织机为 5－5.5 万张，盛泽等市镇和乡村

约为 1.5 万张，再加上镇江、嘉兴和湖州，以及乌镇等市镇，总共为 8 万张，而官营织机大约为 3500 张。

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 203 页。
⑥ 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 711 页。 
⑦ 在巫宝三等人关于手工丝织业的估算中，原料占总值的 50％，10％为其他物料消耗，10％为资本消耗和

其他杂项费用，因此净值占总值的比例为 30％，见《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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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到清代乾嘉时期则发展到了 3000 万匹①，这两个数据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沿用。但

是这一估计涉及的年份比较少，最初的史料来源数据并不可靠②，由此进行的估算也就不可

能很准确。 
如李伏明所论，对棉布产量的估算一般采取三种方法，第一种是通过棉花产量来估算棉

布产量和销售量，第二种是由一个代表性消费者对棉布的需求乘以人口数来估算，第三种是

利用劳动者的数量、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来估算。由于棉花产量的数据也很难得到，根据

已有的史料和数据，采用第三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加准确，因此，我们主要运用第二种

和第三种方法来估算明代的棉布产量。我们对明代棉织业的估算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第一步

先采用李付明的办法算出江南地区的棉布产量，第二步根据方行的每人棉布消费数据，再乘

以棉布消费的人口数得出总消费，假设总消费等于总生产，第三步根据江南地区崇祯年间的

产量和第二步估算出的总产量得出一个比例，假设这个比例在所有的年份都相等，于是根据

各年的江南棉布产量得到了每年的全国棉布总产量。 
我们首先估算明代松江地区的棉布产量，再加上江南其他主要棉布生产地区的产量，即

为整个江南地区的总产量。如前所述，棉布的生产能力主要由从事棉布生产的劳动力数量、

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生产率决定，要确定从事棉布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我们首

先需要知道人口数量。关于明代松江人口的数据，能够找到的来源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万

历《大明会典》卷 19《户部》中关于洪武 26 年（1393）的记载，第二种是正德《松江府志》

卷 6《户口》中洪武 24 年（1391）的记载，这两种记载的人口数、户均人口数和性别比差

别不大。曹树基根据地方志中的记载，研究了明代松江府主要年份的人口数，并分别估算了

全国和南方的人口增长率，根据他的估算，明代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0.41％，南方则在

0.3％到 0.4％之间③，松江府的人口增长率我们采用 0.4％的数据。根据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可

以算出松江府每年的人口数字，再根据每户人口数 4.88④，可以算出松江府的户数，根据历

史记载，明代上海地区的农家普遍纺纱织布，但是这一手工劳动基本由妇女承担，再加上一

些老人和儿童，男子则将主要精力放在耕作上⑤。根据徐新吾的估计，平均每户有 1.5 个标

准劳动力从事棉纺织生产⑥，他还估计清代大约只有 90％的家庭从事棉纺织业，我们假设明

代这一比例与清代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松江从事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数量。 
以上估算出了明代松江的人口数据，并进而得到了从事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数量，要进行

棉布产量的估算，还需要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徐新吾认为，清康熙年间以前，每个成年

农妇大约需要 7 个工作日才能完成一匹布的生产，清代由于技术改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生

产一匹棉布大约需要 6 个工作日，他还进一步估计，1760 年时松江农妇一年从事纺织的时

间为 265 日，比全国平均数高出一倍⑦。李伯重指出，这一比例太高，从近代的调查来看，

江南以及上海的农妇一年从事棉纺织业的时间最多为 200 天左右⑧。我们采用李伏明的计算，

取其中值，假定每个农妇每年从事棉纺织业生产的时间为 220 天，那么，明代每个农妇每年

可以织布 31.5 匹，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明代松江每年的棉布产量。明代江南地区棉织业

除了松江，常熟和嘉定等地区的棉布产量也较大，常熟棉布“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六，彼民



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①，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②，“妇女勤

纺织，早作夜休，一月常得四十五匹”③，由此，我们将松江以外江南其他地区的棉布产量

估计为明前期年产 300 万匹，后期年产 500 万匹④，两项加总，就可以得到整个江南地区的

棉布产量。 
根据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的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农民棉布支出为粮食消费的

0.167，我们假设总消费等于总生产，同时假设总人口中 90％的人口存在着对棉布的需求，

1600 年总棉布消费合大米 66914531 石，1600 年江南棉布生产合大米 29290724 石，我们由

此得到江南地区棉布生产占总生产的比例为 0.438，按照这个比例，我们从每年的江南棉布

产量可以估算出每年的棉布总产量，再根据彭信威的棉布和白银的比价关系⑤，我们可以得

出明代的全国棉纺织业产值，棉织业净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我们仍然参考巫宝三的计算，

根据明代的具体情况，我们取净值为总值的比例为 38％⑥。 
这样的计算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完全根据人口数、户均人口数和人口的性别比例来

估算劳动力，而且人口数根据线性增长的假设算出，这样的计算没有包括人口的迁移。第二，

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的估算，必须假设所有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也就是说，估算的生

产能力等于实际的生产能力，不存在原料和市场需求上的制约，这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能够

做到。我们认为，根据明代的实际情况，这两个问题不至于非常严重，第一是因为松江地处

南直隶的边缘，这里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动荡，人口增长基本按照自然增长率来进行。

第二是作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这里的棉花供应和棉布需求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需

求决定供给，那么生产的潜力应该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冶铁业，冶铁在明代是非常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铁的产量不仅超过中国古代的任何朝代，

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已经探明的铁矿产地有 245 处，比元代 45 处增加 5 倍多，

比清代前期的 137 个多 1.8 倍，在这些铁矿产地的基础上，明初建立了官营铁冶所 15 所⑦。

明初的年生铁产量相当于唐代的 8.9 倍，北宋的 2.8 倍，南宋的 8.1 倍，元代的 3.1 倍。明代

洪武年间，甚至因为铁的库存太多，曾两次下诏罢停各处官营铁冶，从此以后，官营铁冶逐

渐减少，民营铁冶所大量出现。我们对冶铁业的估算主要根据《明实录》、《大明会典》卷

194《遵化冶铁事例》和《嘉靖广东通志初稿》中关于铁课的记载，以及黄启臣的研究成果

来进行⑧。明代铁的生产分为官铁和私铁，官铁主要为遵化铁产量，《明会典》卷 194《遵化

铁冶事例》记载，成化 19 年曾经令“岁运京铁 30 万斤”，正德 4、6 年产量最高，每年共炼

生铁 486000 斤，熟铁 208000 斤⑨，到万历 9 年，由于在当时市场上买铁比官营铁冶要便宜

得多，因此政府封闭了遵化铁厂。按照这些史料，从 1402 年到 1571 年，我们将遵化的铁产

http://162.105.138.200/uhtbin/cgisirsi/geo5PoKa0X/%E5%8C%97%E5%A4%A7%E4%B8%AD%E5%BF%83%E9%A6%86/231160030/18/XC701/XAUTHOR/%E5%B7%AB%E5%AE%9D%E4%B8%89
http://162.105.138.200/uhtbin/cgisirsi/A1fPwRLaSn/%E5%8C%97%E5%A4%A7%E4%B8%AD%E5%BF%83%E9%A6%86/231160030/18/XC200/XTITLE/%E4%B8%AD%E5%9B%BD%E5%9B%BD%E6%B0%91%E6%89%80%E5%BE%97


到 1463 年间铁课的数据，明代的铁课按照十五取一的税率征收①，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 1402
到 1463 年之间的私铁产量。明嘉靖以后，《明实录》中没有铁课数据记载，别的史书中也

没有数据可以参考，全国的铁产量无法计算，我们只能够利用《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关于广

东铁课的数据来估算广东的铁产量，并以此作为全国铁产量的替代。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

记载，“生铁万斤税银八钱，熟铁万斤税银一两二钱，俱以充两广军费”②，同时嘉靖年间，

平均每年课税 5817 两。按照这一税率和税额推算，则广东铁产量平均每年为 1939 万斤，最

高的年份产量达 2764 万斤③。嘉靖元年至 13 年，我们按照《嘉靖广东通志初稿》中记载的

铁课换算成铁产量，嘉靖 13 年后则按照这段时间的平均值 1939 万斤计算。将官铁和私铁加

总，得到总的铁产量，乘以价格之后，我们得到铁的总产值。关于铁的净值占总值比例，在

巫宝三对 1933 年生铁产量的估算中，生铁的冶炼也使用的是土法，他的计算中净值占总产

值的比例为 51％，考虑到 1933 年的冶铁虽然也使用土法，但是在生产成本中包括机器，而

明代的冶铁更多依靠人力进行，将黄启臣著作中关于冶铁成本的描述与巫宝三的计算进行对

比，我们认为明代冶铁业的净值占总值的比例 55％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估计，将总产值乘以

这个比例，我们由此得到铁的净产值。 
在矿冶业中，除了冶铁业外，还有金、铜等，这些产量都不大。关于金的产量，《明实

录》记载了从 1402 年到 1434 年的金课，我们按照“十取其二”的税率估算成实际的产量，宣

德 10 年（1435）明英宗即位后，诏罢各处金银铜铁等官矿，封闭坑冶。这以后的金产量，

史籍中很少记载，因此，我们将以上这些金产量按照金银比价以银两表示，然后按照 75％
的净值占总值比例计算出净产值④。明代铜产量史籍中记载也不多，有些只能根据史料估测，

在官铜方面，洪武初年，池州府采铜 15 万斤⑤，宣德年间（1426－1434），江西德兴、铅山

每岁产铜 50 余万斤⑥。明中叶以后，云南铜产地位越来越重要，铜产量大约为 156000 斤⑦。

基于以上史料，我们将 1402 年至 1425 年的官铜产量取为 15 万斤，1426 至 1434 年取为 50
万斤，1434 年以后取为 156000 斤。民营铜矿业方面，实录记载了 1402 至 1434 年的铜课，

我们仍然按照铜课“十取其二”的税率将铜课换算成铜产量。将官铜和民铜加总，可以近似表

示明代的铜产量，我们按照银铜比价将铜产量用白银表示，然后按照 40％的净值占总值比

例计算出净值⑧。 
以上对手工业的估算只包括了七个部门，其他的手工业部门，例如陶瓷业、造纸业、印

刷业等，由于数据获得上的困难，我们无法进行核算，只能有待以后再行补充。这样的遗漏

必然会影响我们加总数据的准确性，使得对手工业估算的绝对值偏低，但是根据历史典籍对

明代手工业发展的记载，这些偏差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手工业发展趋势。 
3.对商业 GDP 的估算 

商业 GDP 的估算是本研究的一项难点，就国民收入统计而言，在古代社会，来自于商

业的国民收入应该是商店的资本所得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收入所得。由于中国古代政府对

商业活动的轻视，官方历史典籍中很少有关于商店的数量、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及其收入等

记载，我们能够找到的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最丰富数据是《明实录》中有关商税的记载，因此

                                                        
①《明太祖实录》卷 242 载，“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 30 分取其 2”。 
②(明) 戴璟、张岳等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铁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影印本。 
③ 同上注，《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铁冶》记载了从嘉靖 6 年到 13 年的铁课额，最低为银 3604 两，

最高为 8294 两，平均为 5817 两。 
④ 明代金银比价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 715 页，金的冶炼净值占总值的比例我们仍然参考巫宝三的估

算，见《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53 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 77。 
⑥ 《明宣宗实录》卷 23。 
⑦ 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录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第 954
页。 
⑧ 银铜比价和铜冶业的净值占总值比例来源和注○4 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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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够根据这些数据来对商业国民收入进行近似估算。明代商税门类繁多，但总体上可以分

为营业税和过境税两种，明初规定营业税的税率是三十税一，过境税则自十分抽一至三十分

抽二不等，关于全国商税的记载只有弘治时期和嘉靖时期可以从《明实录》中找到，由于样

本太少，无法用来估算商业国民收入。 
巫宝三对 1933 年国民所得的估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他将商业国民收入分为行商

和坐商，再从其工资所得和资本所得中估算出国民所得，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找到的关于明

代商业最完整的数据是国内榷关或者钞关的税收，这主要是对行商征收的税收，这些税收的

数据基本可以作为明代跨区域商品流通量的一个反映。也就是说，如果钞关的税率不变，那

么我们可以认为流通中的商品量是与税收的数据同比例变化的，而来自于商业的国民收入又

是和流通中的商品量同比例变化的，根据这些假设，我们可以进行商业GDP的估算。具体的

计算方法是，我们假设 1480 年以后钞关税收与商业GDP的比例不变，同时假设商业GDP与
非商业GDP之比为 0.07①，并且这个比重取 1480 年的数字。1480 年钞关税收总量为 12 万两，

当年明代农业GDP为 275824477 两，再加上手工业GDP为 24473786 两，可算得 1480 年商业

GDP为 15014913 两，由此钞关税收与商业GDP比重为 0.79%。假设这一比重不变，我们可

以利用 1480 年以后各年的钞关税收数字推算出各年的商业GDP。1480-1626 年钞关税收数

据来自《明实录》、《明会典》中的商税、以及《皇明经世文编》中的一些记载，林崴对这些

数据进行了整理②，我们对缺失数据根据线性增长假设补全。1480 年以前，由于数据缺失，

我们简单假设商业GDP与非商业GDP的比值为 0.07，通过以上计算我们可以推算出各年的商

业GDP。 
以上对商业国民收入的估算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

区之间存在着商业水平和税额的不一致现象，税额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商业水平的发展。明

前期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远远没有后期高，税收中有一些是实物，没有用货币来统计，这些实

物税收没有反映到我们的钞关税收中来。我们利用钞关税收的计算只能够代表来自行商的国

民收入，没有包括坐商在内，来自于坐商的国民收入不一定和来自行商的国民收入等比例变

化。不是每个时间和每个地区，地方征税机构都会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统一税率，钞关税收 
的增加可能只是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提高了税率，并不能反映商业活动和商品量的增加。虽

然存在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上文中的假设成立，即钞关税收的变化大致能够反映

流通中商品量的变化，而来自于商业的国民收入又和流通中商品量的变化成正比，那么钞关

税收的变化应该可以反映来自于商业的国民收入的增长趋势，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期

待有更好的计算方法来取代我们目前采用的方法。 
在对明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产值进行估算后，我们将这些产值加总，并利用前述的价

格指数进行平减。图 2 记录了平减之后的数据，它显示了 1402 到 1626 年以白银计值的明代

实际GDP增长情况③，由图中的数据可见，在这一时期的明代中国，实际GDP从永乐年间的

1.4 亿多两白银开始逐渐稳步上升，到 16 世纪下半叶增加到最高的 2.8 亿多两白银，大约为

起始年份的 2 倍，到王朝后期又回落到 2.6 亿多两白银的水平。 
为了更清楚了解明代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明代经济与 1700 至 60 年工业革

命之前的英国经济对比，图 3 显示了以英镑计值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实际国民产品，由图可 

 

                                                        
① 这个数字主要借鉴了麦迪森的研究成果，我们将麦迪森表C－1 中按行业原始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国内贸易一项除以农林渔业、手工业、采矿业，得到商业产值占非商业产值的一个大致比例，具体的数据

见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 254 页。 
②林崴：《明代钞关税收的变化与商品流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1990 年第 3 期， 第 68 页。 
③ 因为《明实录》中的数据记载始自 1402 年，终于 1626 年，所以我们估算的数据也只有这一段时间，在

后文关于政府规模的计算中，因为政府收入记载了很多 17 世纪 30 年代的数据，因此为了估算政府收入占

总国民产值的比例，对国民产值的估算放宽到 17 世纪 3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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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白银计值的明代实际 GDP 

明代实际GDP（1402－1626）
单位：百万银两，1402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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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明实录》、《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地方志等历史典籍估算，价格指数来自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 705 页。

 
见，英国仅 1700 到 1760 年工业革命之前，实际GDP的增长已经将近 2 倍①。因此，即使不

看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情况，而只是比较明代经济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明代中国在

220 年的历史时期，实际GDP的增长不到 2 倍，而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 60 年，实际国民

产品已经增长了将近 2 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从经济总量的增长趋势看，明代中国经济不如

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经济。 

图 3：以英镑计值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实际国民产品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实际GDP(1700-60)
单位：百万英镑，1700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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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4.

 
为了更好的对比明代中国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经济，我们分阶段比较两个国家的经

济增长率，对明代的分期根据汤纲和南炳文所著《明史》进行，以 1449 年土木堡之变和 1581

                                                        
① 工业革命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了 6 倍多，见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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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为界，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①，1700 到 1760 年之间的英国则平均

20 年为一个阶段。表 1 中的数据显示了两个国家分阶段比较的情况，由表 1 可见，中国在

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都比同一阶段的英国低很多，特别是后期当英国增长率大幅度上升

时，中国则是负增长。就长期趋势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逐渐下降的，英国在经历了中

期的小幅下降后，在工业革命即将到来时的后期则大幅度上升。 

表 1：明代中国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分阶段经济增长率比较（％） 

中国 
  英国   

前期（1402－1449） 0.410 前期（1700－20） 0.724 

中期（1450－1581） 0.382 中期（1721－40） 0.564 

后期（1582－1626） -0.098 后期（1741－60） 1.308 

数据来源：根据图 2 和图 3 的数据计算。 

三、明代实际人均 GDP 发展水平 
上一节估算了明代的实际GDP，本节在此基础上计算实际人均GDP，并将其和工业革命

前的英国对比。要计算人均GDP，首先要知道明代的人口数量，关于明代人口，历史典籍中

保留下来的最全面数据是《明实录》关于户、口的记载，但是历史学家通过大量考证发现，

这些数据与实际的人口并不是一回事，和可耕地面积一样，这些记载只是纳税人口。如何利

用实录和地方志中的记载，将这些数据还原为实际的人口数，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在这方

面，何炳棣和珀金斯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何炳棣通过对明代官方人口记录的研究，证明



重要商品的价格来比较中国和英国的生活水平，明朝以前则无法进行这种比较，因为小麦在

中国和英国都是主要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两国都有大量生产，因此可以用小麦作为共同的计

价物对两国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洛克也认为，小麦的价格，在长期看来， 

图 4：明代人口增长趋势 

明代以小麦衡量的实际人均GDP(1402-1626)
单位：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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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实际

GDP

的数据同图2，人口数据同图

4，小麦价格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

701

页。

 

                                                        ①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

700、7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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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和威尔士）1700 年到 1760 年间，以小麦计值的人均国民产品也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增长①， 
因此从人均收入的增长来看，明代 200 多年和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 60 年相比较，几乎没有

差别。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比较人均收入水平，则两个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如前所述，因

为小麦在中英两国都是主要消费品，我们可以以小麦为共同的计价物对两国的人均收入进行

比较，明代整个时期以小麦计值的人均收入基本在 8 公石左右，而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

1700 年，人均收入已经将近 18 公石，1700 到 176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均国民产品基

本在 16 公石左右②。人均收入水平的比较说明，在明代中国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人的生

活水平只能达到工业革命前英国人的一半左右。 

图 6：以小麦计值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实际人均国民产品 

以小麦衡量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均国民产品
（1700－60）单位：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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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总国民产品同图 3，人口数据见Floud and McCloskey,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p.21，由此计算的人均国民产品是英镑，我们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 3.9 英镑将其换算成黄金，然后

按照彭信威第 867 页的比价 1 盎司等于 31.1 公分将黄金的盎司换算成公分，再按照彭信威第 875 页的英国

小麦价将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均国民产品统一以小麦表示。 

 

将图 1、图 2、图 4 和图 5 综合在一起考察，我们发现明代总 GDP 的增长趋势和人口、

土地的增长趋势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特别是 16 世纪 20 年代到 17 世纪初之间，人口增长迅

速，超过 GDP 增长，所以，当总 GDP 增长时，人均 GDP 却下降。经济增长和人口、土地

增长趋势相似，似乎说明明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增长，另一方面，总

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水平几无变化，这说明明代经济符合马尔萨斯经济的基本特征，即

经济增长被人口增长抵消，人均收入保持不变，这也是前现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  

四、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明代实际人均 GDP 发展水平 
上一节我们以小麦为共同计价物比较了明代中国和工业革命前英国的人均收入，为了对

明代人均收入水平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同时与今天的生活水平对比，我们按照国际通用

的 1990 年美元为标准估算明代的人均收入水平。估算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将明代以白

                                                        
① 但是，从 1760 年到 1860 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几乎增长了 2 倍，见Floud and McCloskey,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p.21, 136. 
②到工业革命结束的 1860 年则高达 35 公石，见Floud and M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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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计值的实际人均收入换算成黄金，然后再将黄金折合成 1990 年美元，第二种方法是找到

明代产品以 1990 年美元表示的价格，将这些产品的产量乘以相应价格并加总。因为无法得

到所有产品的 1990 年价格①，所以我们采取折中的办法，即将这些产品对应的明代价格乘

以产量，加总后除以总产值，得到一个比例，将以 1990 年美元计算得到的加总产品的产值

除以这个比例，即得到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总GDP，除以人口，得到人均GDP，表 2 列出

了明代主要产品 1402 年白银和 1990 年美元的价格。这样计算的一个问题是，现代经济和传

统经济存在着很大不同，现代经济中实物生产部门在总经济中的比重和产品价格相对于传统

经济不断下降的同时，服务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和劳务价格却在不断上升，但是我们只能

够计算明代实物生产部门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价值，无法直接计算明代服务业以 1990 年美

元计值的价值。 
表 2：    明代主要产品 1402 年白银价格和 1990 年美元价格 

产品 1402 年白银 1990 年美元 

大米 10.59 公分/公石 8.04 美元/担 

小麦 8.472 公分/公石 2.61 美元/蒲式尔 

白银 1 两/两 4.82 美元/盎司 

盐 0.004123 两/斤 114.93 美元 / 1000 公吨 

铜 0.003125 两/两 123 美分/磅 

黄金 5 两/两 385 美元/盎司 

铁 0.12 两/斤 124 美元/百万公吨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主要来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美国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 

（http://www.census.gov/）。 

 

对这一难题，我们采用如下方法，推导出一个以 1990 年美元价格计值的实物生产部门

产在占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然后用前者除以这个比重，就得到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实际

人均产出，具体的推导过程如下： 
我们以GDP0 和GDP1分别代表明代以白银计值的总产值和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总产

值，以P0和Q0分别代表明代实物生产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平均价格，P1和Q1分别代表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实物生产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平均价格，M0和S0分别代表明代的实物生产部

门和服务业部门产出，M1和S1分别代表 1990 年一个典型现代经济的实物生产部门和服务业

部门的产出。表 2 列出了大多数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P1是我们已知的，但是

我们无法知道服务业的价格Q1，因此我们只能够间接得到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总产值，其

方法是用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实物生产部门产出除以实物生产部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

例。 
根据上述假设，我们有： 

GDP0＝P0M0＋Q0S0

GDP1＝P1M0＋Q1S0

则GDP1＝P1M0＋Q1S0＝

01

01

01

0101

01

01

1

1
SQMP

MP
MP

MP
SQ

MP

+

=

+

＝P1M0×（1＋
01

01

MP
SQ

） 

                                                        
① 因为某些明代产品今天美国并不生产，明代的商业产值也无法以 1990 年美元来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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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显示了工业革命之前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实际人均 GDP，由图可见，1700 年到 1760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均收入一直在 800 美元以上，1760 年已经超过了 1000 美元。麦

迪森估计的 1700 年欧洲人均 GDP 水平是 870 美元，与图 8 显示的英国 933 美元非常接近。

总之，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中英两国人均收入的差异再一次说明，明代中国与工业革命之

前英国的生活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别。 

图 8：  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实际人均 GDP 

以1990年美元衡量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实际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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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均国民产品同图 6，黄金和美元的比价见表 2。 

五、明代中国的经济结构 
在本节中，明代中国的经济结构用农业在总国民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农业部门的收入占总收入

的 70％是不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之前经济结构比例的极限①，明代中国的农业比重大大高于这 
图 9：明代的经济结构 

明代农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402－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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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同图 2。  

                                                        
①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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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平。图 9 的数据显示，中国 1402 到 1626 年间基本是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大部分时间 
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在 90％以上，即使在传统经济史研究认为的明代工商业最

为发达的 16 世纪上半期，农业比重也没有下降到 90％以下。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中期开始，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但到了王朝后期，

农业比重又重新上升，手工业和商业最终没有发展壮大起来。 
图 10 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经济结构，由图可见，1700 到 1760 年之间，英国经济结构

的变化非常明显。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的 1700 年，农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总经济中所占的

比重只有 40％，这一比重远低于中国 90％的水平，到 1760 年则下降到 33％，这说明工业

和商业在产出和就业中的相对重要性上升，农业则明显下降①。18 世纪上半期英国经济已经

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在纺织业和交通运输业方面，这种变化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终于结

出了丰硕的果实。 
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明代中国是一个稳态的农业社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

技术革新，刘大中和叶孔嘉（Ta-chung Liu and Kung-chia Yeh）的研究显示，即使到了 20 世

纪 30 年代，中国几乎完全按照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农业部门，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

的比例仍然达到 65％，就业人数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达到 79％②。 

图 10：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经济结构 

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占总国民产品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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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同图 3，p.64. 

六、明代中国的政府规模 
我们用政府收入占总产值的比例来度量明代中国的政府规模，并进而同工业革命之前

的英国对比，在描述政府规模之前，首先需要对政府收入及支出进行估算。 
我们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估算主要依据《明实录》中的记载，以及全汉升、李龙华的文

章《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和《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进行。中国古代

的历史典籍主要记载政府的活动，经济统计也是为政府统治服务的，因此与政府有关的数据

是本研究中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和准确的，从《明成祖实录》卷 15 到《明熹宗实录》卷 79
记载了自 1402 年至 1626 年绝大多数年份的田赋、银课、盐课、茶课，那些《明实录》中没

有记载的年份和数据，《明史稿食货志》以及《万历会计录》、《皇明经世文编》、《春明梦余

                                                        
① 具体说来，工商业从 30％增加到 40％，见Floud and M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p.64. 
② Ta-chung Liu and Kung-chi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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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皇明世法录》、《罪惟录》中的记载可以作为补充。我们按照以下步骤对这些数据进行

计算，第一，实录中所记载的税收包括本色和折色，我们按照各自的价格将这些数据全部折

算成白银；第二，实录中记载了某些年份的减免天下税粮数，我们在相应的年份从田赋中减

掉这些数字；第三，从 1435 年起，江南部分地区田赋不征米麦，而改为征收金花银，因此，

1435 年之后，我们在田赋中减掉 400 万石，不按照当年价格计算，而统一计为 100 万两白

银；第四，从 1442 年起，太仓库成立，此后太仓库的收入和支出逐渐增多，在田赋和太仓

库收入中存在一定的交叉①，减掉这些交叉项，再加上太仓库的收入，我们便得到明代历年

财政收入。利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将《明实录》中的赋税记载和太仓库的支出相加，再减掉

中间的交叉项，便得到政府支出的数据②。这样的计算仍然和实际的政府收入和支出存在一

定差距，因为不是除田赋之外的所有收入都会记载在太仓库的岁入中，例如解入太仓库的商

税和钞关银大约只占总征收额的 70

http://162.105.138.200/uhtbin/cgisirsi/G7OpDS6qwu/%E5%8C%97%E5%A4%A7%E4%B8%AD%E5%BF%83%E9%A6%86/265600136/18/XC200/XTITLE/%E5%8C%97%E4%BA%AC%E5%9B%BE%E4%B9%A6%E9%A6%86%E5%8F%A4%E7%B1%8D%E7%8F%8D%E6%9C%AC%E4%B8%9B%E5%88%8A
http://162.105.138.200/uhtbin/cgisirsi/G7OpDS6qwu/%E5%8C%97%E5%A4%A7%E4%B8%AD%E5%BF%83%E9%A6%86/265600136/18/XC200/XTITLE/%E5%8C%97%E4%BA%AC%E5%9B%BE%E4%B9%A6%E9%A6%86%E5%8F%A4%E7%B1%8D%E7%8F%8D%E6%9C%AC%E4%B8%9B%E5%88%8A


 
财政收入占总产值的比重逐渐下降，到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期下降到 4％左右的水平。但

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对外战争的重启以及赋税的加派，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超过 
经济规模的增长，政府收入占总产值的比重又上升到 6％左右，在征收“三饷”的最高峰时 
①，达到将近 10％的水平。图 12 显示了英国的政府规模，英国在 1740 年，政府支出占总产

出的比重是 9％，经过 1760 年前后的上升之后，到 1770 年下降到 6％左右，这个比例包括

了政府转移支付的部分，如果扣除这一部分，那么这个比重在 1740 年是 7％的水平，到 1770
年下降到 3％左右。 
    将中国和英国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总体来说，英国的政府规模是不断下降的，历史研

究显示出，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是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②，而中国的政

府规模在经历了中期的下降后，在王朝后期又逐渐上升。从绝对数字以及与英国的相对比较

来看，中国的政府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从政府支出的用途来看，明代中国与工业革命前的 
图 12：英国的政府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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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Floud and M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p.14. 

 
英国存在很大差别。终明朝始终，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宫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费，以及

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一点在明代宗藩俸禄和王朝后期的 “三饷”征收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明

代宫廷财政与国家财政密不可分，国王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除了几次对黄河水患的整治之

外，整个明代很少进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③。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严

重不足，例如在明代总共 276 年的时间中，政府铸钱的次数只有 40 次，平均产量不超过 2
亿文，整个明代的铜钱产量只有 80 亿文，只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数量，政府也没有投资

                                                        
①“三饷”指的是为了同辽东的满洲和内地的农民军作战而征收的“辽饷”、“剿饷”和“练饷”。 
② North and Weingast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光荣革命之后政府对自身权力的约束建立了一种可信

的承诺，促进了英国金融革命的发生，不仅政府的借款利率大幅度下降，私人资本市场也得到发展，更具

体的论述见Douglass C. North; Barry R. Weingast,“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4, (Dec., 

1989), pp. 803-832.  
③ 对明代政府财政支出方向的批判，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416－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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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道路的修建和保养①。明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军事费用，以及对宫殿和陵寝的修建

上，并没有投资在农田水利、工业制造或者其他生产性的事业上，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因此

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②。图 13 描述了明中叶后军费支出在中央政府支出所占中的比

重，由图可见，即使在没有和满洲军队交战以前，在记载有军费开支和岁出总数的年份中，

已经显示出经常性的军费数额占到中央政府岁出总数的 60％到 80％，甚至 90％以上。这些

计算还没有把非经常性军费或者额外军费计算在内，在万历末年实行定额加派以后，政府每

年支出总数中包括旧饷和新饷在内，旧饷中除了一到两成用于首都经费外，其余都做军事用

途，数额超过旧饷的加派新饷中，100％都用于军费。

英国的政府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转移支

付，政府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带动了国内其他投资的上升，投资的乘数效应为 2.25③，这对整

个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图 13：明中叶后军费支出在总政府支出中的比重 

明中叶后军费支出在中央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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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

报》6 卷 1 期，1973 年 12 月，第 196－197 页。 

七、明代中国的积累率 
积累率为经济中的积累占总产值的比例，经济中的积累等于总产值减去总消费，具体到

明代的情形，我们将总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即政府支出，上一节已经做

过统计。对居民消费的计算，我们根据历史资料，分别计算江南地区和华北地区一个代表性

居民的消费，再分别乘以每年北方和南方的总人口，据此估算总消费水平，利用总产值减去

总消费之后再相除，我们得到明代经济的积累率。 

                                                        
①关于明代财政支出方向的更详细讨论，参见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第 239－
240 页。
② 在明清两代，政府部门在经济中比重过低，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根据王业键的研究，整个清代政府部门

的收入没有超过国民所得的 5％，大致相当于明代的平均水平，见Wang, Yeh-chien,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27-178,131-133.此外，政府收入很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

设，公共产品的投资严重不足，这是中国前现代经济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问题，更详细的论

述参见Dwight H. Perkins, “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4, (Dec., 1967), pp. 478-492. 
③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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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中与居民消费有关的记载极其少见，前辈经济史学家方行先生根据张履祥《补

农书》中有关食物、衣服、住房、燃料的记载，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普通农民的消费做了数

量分析，我们以此为依据估算明代江南地区的居民消费。具体的方法是，《补农书》中记载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农户五口之家，全年人均粮食消费量是 3.6 石，副食即油盐菜蔬的支出

是每年银 1.4 两，衣服的支出据明代崇祯年间浙江德清县知县谭元礼说，“至人生所需”，“岁
不过布二匹” ①，考虑到明末棉布还没有完全普及，农民还要穿用一部分麻布，将棉布和麻

布合在一起考虑，全年用布支出为银 3 两，燃料支出大约也为银 3 两，我们将以上这些消费

支出的记载和粮食消费都按照白银计价，再将这些消费除以粮食消费，可以得到这些消费占

粮食消费的比例。具体是油盐菜蔬为粮食消费的 0.389，棉麻布支出为粮食消费的 0.167，燃

料支出为粮食消费的 0.167。以上是江南地区的消费，华北地区我们能够找到的只有清代的

记录，我们据此来估算明代华北地区的消费水平。根据强汝询的估算，“八口之家，人日禀

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根据这一记载，华北农民每户平均

每人食米 2.16 石，包世臣的记载略高，“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②，徐浩认为，

考虑到华北农民的食品结构，每人 3 石的粮食消费大概合乎当时的实际水平。在衣物消费方

面，华北农家岁用土布 5 匹左右，合人均一匹，华北农民消费的历史记录缺少副食和燃料，

我们用江南地区的比例作为华北的近似。根据以上数字，以及明代江南农民平均粮食消费量

为人均 3.3 石③，我们将总人口数分为北方人口数和南方人口数，用华北和江南地区的消费

分别代表北方人口的平均消费和南方人口的平均消费，分别乘以北方人口和南方人口，再 
加总，可以得到明代居民的总消费数字，用总产值减去总消费和政府消费，再除以总产值，

可以得到经济中的积累。 
上述估算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将所有的人口都看作农民，

忽略了占人口少数的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消费；第二，江南和华北地区的农民消费是否能够代

表全国的平均消费水平。巫宝三对 1933 年中国国民消费的估算，采用按不同区域和行业人

口来划分的方法，按照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来计算总消费。由于难以得到明代消费

的人口构成方面的史料，因此这一方法难以采用。但是，虽然存在上述问题，我们仍然认为

这一估算可以看作国民消费水平的一个合理近似，原因如下，第一，在明代，农业人口占总

人口的绝大部分，郭松义的研究显示，明代大约有 90％的人口是农业劳动力，只有约 10％



 

 

图 14：明代经济的积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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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起飞之前已经存在着工场和农业的稳定增长，农业价格相对其他价格在上升。图 15 的 
数据显示，虽然整个 18 世纪上半期英国总的产出增长率不高，但人口增长率显著低于产出

增长率，而且，产出增长率呈现出越来越大于人口增长率的趋势。由于人口增长受到一些限 
制，例如晚婚①，这就防止了人口增长到维持生存的最高水平，从而允许了剩余的存在。更

重要的是，当时英国经济中剩余的分配向着有利于扩大生产的方向发展，乡村银行、商业信

贷、政府债务将剩余转化为资本形成。经济中的某些部门比平均水平发展更快，例如棉纺织

业和冶铁业，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类似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开始出现。 
将图 15 和图 6、图 10 显示的英国人均国民产品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英国之所以

能够跳出传统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人均收入在前工业化社会已经很高，人口增长率

较低使得存在一个大的可投资的剩余，在当时的人口增长率水平下，不存在生存危机。如果

人口一直上升，那么对净投资的压力将会很大，但即使按照 20 世纪的标准来看，18 世纪上 

半期英国人口对净投资的压力也是很温和的，净投资的提高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在 1700 年

只能解释 3％的经济增长，到 1770 年代则上升到 5％或者 6％。工业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和

资本积累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农业中的人均产出，来自于投资和创新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对

农业的贡献每年是 0.65％②。虽然图 10 显示出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由于

生产率的提高，仍然能够为增长中的工商业提供食品。 
相比较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明代中国人口增长较快，使得经济中的总剩余无法达到一

定水平。以前的研究者多强调中国明代以后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的下降，中国的技术

发明在宋元时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到了明清时期则落后于世界潮流。事实上，宋元时期的很

多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对生产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技术上的进步并没有停止，例如

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复种指数的提高，这些都使得粮食的单产量提高。Lucas认为，虽

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工业革命的最典型特征，但不能把人类社会 1800 年以来的收入增

长理解为纯粹的技术事件，技术变迁虽然在 1800 年以后迅速发展，但在 1800 年以前几个世

纪中同样以加速度发展。1800 年前后发生的真正的新事件，即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

开来的事件，并不是技术变迁本身，而是生育率的下降不再将技术的提高转化为人口的增长，

因此，工业革命必定同表现为生育率降低的人口转型相联系③。我们从图 14 显示的明代经

济积累率以及图 2 的GDP增长趋势、图 4 的人口增长趋势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所取

得的成就基本上都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不存在发生人口转型的可能性。 
八、结论 

本文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广泛查找《明实录》、《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

                                                        
① 1700 至 1750 年英国人的初婚年龄是男性 28.1 岁，女性 27 岁，中国古代的初婚年龄要早得多，在一个迭

代模型的框架里，假设中英两国人口的平均寿命都是 60 岁（明代中国平均死亡年龄在 63 岁左右，见曹树

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 398 页），中国人和英国人分别在 20 岁和 30 岁生育，那么中国和英国分别有三代

人和两代人同时生存，生育年龄的差异可能是中英两国人口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英国数据见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p.27. 
② Floud and M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16. 
③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对工业革命的描述，见Lucas,Robert E.Jr.,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st and Future, The 

Region,Annual Report,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2003.中译本见罗汉、应洪基译，《经济发展讲座》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16－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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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会计录》等历史典籍，以及地方志中对明代经济的数据记载，并吸收前人对明代经济

数量化研究的成果，对明代的主要经济变量进行估算，从而对该朝代的整体经济状况进行描

述。本文主要考察了 1402 到 1626 年的明代实际 GDP 发展趋势以及它与人口、土地增长的

关系，以白银计值和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实际人均 GDP，经济结构即农业和工商业在总产

值中所占的比重，政府规模即财政收入占总产值的比重，积累率即经济中的积累占总产值的

比重等。根据数据来源的具体情况，在估算 GDP 时我们主要采用生产法，即对每一项估算，

都将其产量和价格相乘，得到总产值，再根据历史典籍中关于中间投入的记载，或者参考其

他研究的估算，得到每个产品的净值，将所有的净值加总，得到明代 GDP 的估算值。在描

述每一个变量的发展趋势时，我们都力图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经济相应变量进行比较，通

过这些描述和比较，我们对明代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以及它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有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把握。 
本文只是在利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整体经济这一学术领域进行尝试性的工

作，由于本研究涉及的面较广，难度较大，特别是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要从中找出对本

研究有价值的数据和资料，需要进行认真的甄别和筛选，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仍难免存

在遗漏和缺失。因此，从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来看，本研究一定存在着很多不足，只

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诚恳地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存在的很多问题只能有待于以

后不断完善。但是，我们认为虽然存在着上述不足，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应该还是可以成立的，

总体说来，以上从数据出发对明代经济的整体描述，以及将其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进行比

较，可以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在 1402 到 1626 年的明代，总 GDP 有所增长但速度并不快，平均年增长率为 0.29％，

并且总体经济和人口、土地的增长趋势大致相似，这似乎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人口和

耕地面积的增长；人均收入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基本维持在 8 公石小麦上下，相当于今天的

521 公斤；以 1990 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为 200 美元左右，上限为 260 美元，无论以哪一

个数据衡量，都远低于麦迪森估算的 600 美元的水平。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而人均水平没

有变化，说明明代经济符合马尔萨斯经济的基本特征，即经济增长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人均

收入保持不变，这也是前现代社会经济的普遍特征。 
在明代经济结构中，农业在总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 90％左右，这一比重高于库兹涅兹

提出的不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为 70％的最高水平，明中期以

后，虽然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发展，但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没有超过 20％，这与工业革命

前农业在英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到 40％形成鲜明对比。上述事实说明，明代中国是农业主

导的经济结构，政府收入也主要来自农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明代中国基本

上是一个稳态的农业社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技术革新。 
明代政府规模虽然不大，政府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在 3％到 10％之间，但财政收入主

要用于宫廷的奢侈性消费和军费开支，明中叶以后军费支出占到了中央政府支出的 60%到

90％，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所投入的财力非常有限，就政府所起的作用来说，远远没有为

经济增长提供条件。 
就经济中的积累来说，明代在经历了初期 40 年左右的积累上升后，到 15 世纪 40 年代

转入下降，16 世纪 2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积累甚至变为负数，在我们的估算中，

将所有年代加总并平均，经济中的年均积累率为 0.83％。低的积累率说明经济中的剩余非常

有限，结合明代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当时的经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之

中。即低收入水平使得经济中的储蓄率较低，后者又隐含的说明低资本积累率和低的生产率

增长，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低的收入增长率，当这种低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抵消迅速的人口增长，

于是经济又回到开始那个低的收入水平。 
工业革命的最典型特征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

 28



上升，与之伴随的是经济结构的明显变化，即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越来越少

的农业人口和越来越高的农业生产率使得农业产出可以支持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同时政府减

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改为提供产权保护和公共产品，政府在经济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从这些角度将明代中国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比较，我们估算的明代经济似乎证实了大多数前

辈学者的观点，即当时的中国可能不具备英国式工业革命的初始条件。 
将我们估算的明代经济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如果明代中国不具备

工业革命的条件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其原因应该在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使得经济中可

供积累的剩余不足，同时也缺乏将经济中的剩余转化为投资的制度安排。16 世纪 20 年代到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是明代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时间，也是传统经济史研究认为工商业活

跃，经济中的商品化程度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也是明代人口增

长最快的时候，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反映在人均收入和积累率上，是人均收入的下

降，积累率则变为负数。从经济结构看，由于农业生产被迅速增长的人口所消耗，没有更多

剩余投入到工商业中，农业在明代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经济基本维持在生存水平上，

在这样的经济里，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可能存在着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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